







关 键 词: 朱陆异同; 义理; 考据



































































































































赵汸:《对问江右六君子策》，《东山存稿》卷 2，四库全书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程敏政:《道一编序》，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年，第 9 页。















































































































































































夏炘:《与詹小涧茂才论 ＜ 朱子晚年全论 ＞ 书》，见《述朱质疑》卷 10，续修四库丛书本，第 952 册。
该后序今收入王懋竑《朱熹年谱》( 北京: 中华书局，1998 年，第 562 － 563 页) 一书。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差异; 其二是尊朱抑陆。持该主张的人认为朱学才
是儒学之正统，陆学则是阳儒阴释之禅学; 其三是
尊陆抑朱。持该主张的人否认陆学为禅，认为陆学
直承先秦孔孟子之学，乃儒学之正统，而朱学则是
支离之学，背离了孔孟之教。第二是考据问题，即
探讨朱熹晚年的思想究竟有没有向陆学靠拢。陆
门学者则认为朱熹晚年有悔悟之心，亦强调为学首
要是“立本心”; 朱门学者则认为朱熹晚年从未转
向陆学，一直坚持“涵养用敬”与“格物致知”并进
的为学方法。
就“朱陆异同”的本质来说，其是一个义理问
题，主要是探究朱陆之间的为学工夫的相同处与不
同处。然而，当人们发现朱熹为学思想有早晚变化
时，讨论“朱陆异同”就必须把朱熹早、中、晚三个
时期的思想区分来看，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对比。
而朱熹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与朋友、弟子来往的
书札中，因此要区分其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思想，
就必然要把这些书札写作的时间给确定。只有做
好这个工作，才能做出正确的义理判断。而书札考
证则是一个考据问题。所以，“朱陆异同”后来就
逐渐变成了一个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问题。
事实上，“朱陆异同”学术史正是呈现出由义
理思辨向义理思辨与考据考证相结合的内在发展
理论。通过前文对“朱陆异同”学术史的考察，我
们可以发现，宋末至元代，学者们多是把“朱陆异
同”当作一个义理问题来对待。无论是黄榦强调
“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一义，还是吴澄、郑玉认
为朱陆教人之法是一致的，他们对“朱陆异同”的
思考都是从朱陆两人思想本身入手，强调朱陆两人
的为学工夫是相通的，朱陆两人都是圣人之学。所
以，宋末至元代，朱陆两家之徒多能站在推进儒学
发展的高度，抛弃门户之见，将朱熹与陆九渊同置
于孔孟儒学传承者的位置，主张和会朱陆。
然而，和会现象不可能维持很长。因为，以朱
陆两人都是圣人之学来讲朱陆之同只是从“质”的
层面找到两家的共同点，更何况朱陆两人思想之差
异是不可置否的，就连朱陆自身都认为彼此的学问
是有差异的。这就是说朱陆思想是不可能全同，也
不可能是全异。既然朱陆之间不可能全同也不可
能全异，就必然推动人们从“量”上来研究这个问
题。从“量”上研究，就必须把“异同”问题深入化，
探究朱陆思想在何种意义上同，又在何种意义上
异。程敏政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分早、中、晚
来谈论异同，这样就可以避免全同或全异了。而一
旦分早晚来谈论，就必然要分清楚哪些文献是早年
的，哪些文献是晚年的。这又必然就要涉及到考据
问题。另一方面，义理问题本来就很难形成一个统
一的答案，同一问题从不同视角看，往往可以得出
不同的解释。因此，当义理问题的争论到了无法再
解释下去的时候，就必须跳出义理这个圈子，从另
外一个视域来思考。王阳明也许在无意之间开启
了这个新的视域，那就是把义理问题转化为考据问
题。这是明代学术史发展的一个新特点。王阳明
编《朱子晚年定论》虽不过是借助朱子的权威来论
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其重定《大学古本》亦不过
是为自己的良知学说辩护，但这中间却蕴含了一个
学术性方法———回归原始经典文献，以原始经典文
献来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从学理上看，以原始经
典文献来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的做法实质上是把
价值上的是非问题转化为事实上的真假问题。所
以，清人注重考据并不是在清代突然就产生了，在
明代就已见端倪。
当然，由于明人考据功夫较差，以至于出现程
敏政认为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是中年之事、王阳明认
为朱熹《集句》、《或问》是中年未定之论及答何叔
京相关书信是晚年之事等考证错误。考证错误的
直接后果是导致义理的说服力下降。因此，“朱陆
异同”不可能在阳明那里得到很好解决，反而使问
题越来越复杂。由是，阳明之后，陈建就起来指责
阳明考证上的失误，并根据考证上的失误认定其义
理之阐述也是靠不住的。
清人承担起了考证这一使命。当义理争论斥
诸于考证时，就必然推动人们在考证上务必求精求
准，因为谁的考证精准就意味着真理掌握在谁手
上。这也是清人在考证上下很大功夫的原因。功
夫下得越深成绩当然就越显著，清人擅长考据也就
不难理解了。然而，“朱陆异同”不仅仅是考据问
题，并不是说把朱陆晚年的每一封书信前后年代都
考证清楚就能明晰这个问题。“朱陆异同”本质上
是一个义理问题，因此必然涉及到对文献义理的理
解; 所以，即使考证再精确，如果义理理解不准确，
同样无法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李绂在文义理
解上的偏失正是这一现象的代表。在李绂后面的
夏炘则在考证和义理上颇能较好融合，王懋竑则是
清代融合考证和义理来解决“朱陆异同”问题成就
最高者之代表。
( 责任编校: 唐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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